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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的人力资本效应

——基于青少年认知能力视角*

孙三百　李雅琴　赵秀寅

内容提要：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形势下，研究城市规模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以促进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本文基于新人力资本视角，探

究个体成长期（即青少年成长阶段）城市规模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长期效应。研究发

现，成长期城市（指青少年成长时期所处的城市）人口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提升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成长期城市的教育资源、人力资本投资和多样化程度是其主要影响机制。

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尤其对本地儿童和低技能家庭子女

具有更明显的正向效应。同时，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可弱化流动人口子代认知能力的代

际传递。长期来看，成长期城市人口规模对子代成年后的收入水平与教育回报率均能产

生积极影响。为此，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优化社会支持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

促进弱势群体子代的人力资本提升，释放城市规模人力资本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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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率已由 1978 年的 17.9% 提高到 2024 年的

67.0%。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分化态势。城市规模分化带来的影

响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个体发展的差异。近年来，对“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小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市场公平竞争与企业发展：指标测度、影响机理与效应分析”（72373155）。感谢

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支持，文责自负。李雅琴电子

邮箱：liyaqin0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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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与“大城市”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远超

三、四线城市，而小城镇的重点中学数量和师资力量相对不足，这种教育资源不均等阻碍了人力资

本的形成。随着出生人数的下降，未来释放城市规模的人力资本效应、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

的转化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到现有的文献中，城市规模对个体发展影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对于成

年人，讨论人力资本外部性收益。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了集聚经济，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影响人力

资本外部性（Fu，2007）：深厚的人力资本存量、马歇尔外部性（行业内集聚经济）、雅各布斯外部性

（跨行业集聚经济）以及本地劳动市场厚度（就业密度）。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受到集聚

效应、选择效应的复合影响（张军涛等，2021；胡善成、韩律，2024）。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城市

规模的扩大造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屈小博、余文智，2020），单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流出

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尤济红等，2023）。第二类，对于青少年，探讨城市规模对其学业表现、

健康水平的影响。Chetty 和 Hendren（2018）的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小城市或乡村的青少年，生活

在大城市的青少年学业成绩更好。在一项针对五城市初中生的研究中，上海学生的学业成绩最

好，并且与其他四城市存在显著差异（任友群等，2012）。

然而，由于现代经济更加重视个体创造力与个人技能，使用单一的受教育水平指标衡量

人力资本存在局限性。事实上，在新人力资本理论中，能力人力资本是讨论的核心（李晓曼、

曾湘泉，2012），主要包括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目前学界关于新人力资本的研究已有部分

围绕认知能力展开。例如，Zhang 等（2014）探讨了外出务工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影响，重点关

注以字词和文字为代表的认知能力；崔颖和徐卓君（2024）则直接探讨了家庭迁移对儿童认知

能力的影响。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城市规模通过类分与选择效应使得高认知能力的亲代个体

更多地聚集在大城市，而认知能力的代际传递也可能导致大城市的青少年个体认知能力普遍

较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然而，

在不同规模城市中长大的青少年面临的发展机会并不相同。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城市规模分化

引发的发展机会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使用微观个体调查数据，探究城

市规模对青少年认知能力的影响。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第一，从个体成长期所处的城市规模这一视角，考察城市规模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及其作

用机制，是对现有文献的适当补充。现有关于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研究，大多关注个体进入劳

动力市场后所处的城市规模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尤济红等，2023）。第二，从个体生活更

“大”的环境出发，对城市规模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展开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与认知能力相

关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关注认知能力受到个体特征（如个体的健康程度、努力程度）、家庭特征

（如家庭经济地位、父母认知水平）的影响（Wang 和 Yu，2017），而忽略了更为宏观的个体生活环境，

即城市特征的影响。第三，将认知能力研究内容向流动人口和代际传递视角延伸。聚焦城市规模

对流动人口子代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探究对该群体代际认知能力及收入的长期影响，为现有

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①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支，分别是个体认知能力的研究与城市规模对人力资本的影响。限于篇幅，相关内容未展

示，详见线上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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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说

（一）特征事实

1. 不同规模城市的资源分布

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资源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大城市通常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更大的人

力资本投资和更高的多样化程度，因此在吸引和培养人才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表 1 展示了 2020 年

中国不同规模城市的资源分布情况，分别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中选取典型城

市进行对比分析，并选择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数、人均教育支出与城市方言多样化指数考察城市

教育资源、人力资本投资和多样化程度的分布情况。

表 1 2020年中国不同规模城市的资源分布

城市

北京

杭州

南京

扬州

北海

儋州

城市规模（万人）

2189
1197
932
456
185
88

城市类型

超大城市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教育资源（册）

3.308
2.194
2.592
1.263
0.438
0.261

人力资本投资（元）

5200.042
3369.617
3286.215
2334.831
2008.703
1845.864

多样化程度

0.256
0.228
0.147
0.088
0.036
—

注：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城区常住人口 2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20
万以上 5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300 万以

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3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21》、徐现祥等（2015）。

由表 1 可知，超大城市（如北京、杭州）在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本投资上处于领先地位。北京的人

均公共图书馆藏书数为 3.308 册，远高于其他城市，同时其人均教育支出每年达到 5200.042 元。相

比之下，较小城市的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本投资则明显不足。以儋州为例，其人均教育支出每年仅

为 1845.864 元，约为北京的 1/3。其他中小城市的情况也较为相似，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本投资远低

于超大城市。此外，多样化程度也与城市规模密切相关。北京和杭州的城市方言多样化指数分别

为 0.256 和 0.228，而扬州和北海仅为 0.088 和 0.036。大城市的多样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活动和产业

结构上，还体现在教育资源、社会资源和创新资源的丰富性上。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不仅反

映了不同城市的经济实力差异，也揭示了城市规模对资源配置的深远影响。

2. 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差异

不同地区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图 1 展示了 2020 年不同城市 6 岁及以上人

口的教育结构。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占比普遍较高。同时，随着城

市规模的缩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占比上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占比下降。例如，北京作

为超大城市，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口占比仅为 17.13%，与高中学历的人口占比持平，初中学历的人

口占比为 23.29%，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高达 41.98%，是中等城市儋州的近 5 倍。除受教育

程度外，认知能力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时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时期（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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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曾湘泉，2012）。图 2 展示了不同规模城市青少年认知能力①的情况。从散点图的趋势观察，城

市规模越大，青少年的认知能力越强，验证了较大规模城市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优势。

　　图 1　2020年不同城市 6岁及以上人口教育结构　　　　　图 2　城市规模与认知能力分布

（二）理论假说

特征事实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显著的空间分异效应。那么，是什么因

素导致了这一现象？它又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根据异质性集聚经济理论，劳动力在空间选

择上存在类分现象，个体的天赋差异与区位选择是这一现象产生的基础（张可云、何大梽，2020）。

由于个体的初始禀赋存在差异，其对城市生活成本的承受能力不同，因此在区位选择上表现出显

著的异质性（Behrens 等，2014）。规模较大的城市集中了更多的企业和劳动力资源，从而提升了要

素匹配效率，提高了基础设施与中间投入的共享程度，并加速了知识与技术的外溢（黄阳平等，

2024）。因此，高认知能力的个体更加倾向于选择大城市。同时，大城市激烈的竞争通过“优胜劣

汰”的自然法则选择出高认知能力的个体，进一步提高了城市劳动力的整体认知水平（Davis 和

Dingel，2019）。

具体而言，城市规模影响个体认知能力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市教育资源

是影响个体认知能力的重要因素。大城市通常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包括顶尖学校、优秀师资

和丰富的科研机构。这种教育资源的集中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还通过知识溢出

效应促进了认知能力的提升。例如，北京和杭州等超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显著多于中小城市。其

次，人力资本投资是另一关键机制。大城市的家庭通常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能力，这不仅体现在

教育支出的总量上，还反映在人均教育投入上。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在大城市定居，并加大

对子代教育的投资，从而促进了认知能力的提升（Del Boca 等， 2014）。最后，城市多样化程度也会

对个体认知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大城市的经济活动、产业结构、文化氛围和社会网络均表现出较

高的多样化程度。研究表明，城市多样化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创新环境的营造，提升个体的

认知能力和创造力。此外，城市内部多样化的职业机会也为个体提供了更强的认知刺激和更广泛

的学习机会。

同时，城市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还存在如下替代性假说。一是家庭的作用可能干扰

城市规模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父母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家庭更倾向于迁入

①　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中，选用字词测试得分与数列测试得分作为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后文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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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即人口流动领域的一个经典话题“孟母三迁”），家庭的选择性迁移导致亲代对子代认知

能力的影响被归因于城市规模。然而，实际上城市规模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并不完全依赖于家庭

决策，还通过外部性效应（如城市教育资源、社会网络等）作用于个体（梁文泉、陆铭，2016）。二

是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等也可能影响个体认知能力。由于大城市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等特征决定了大城市将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因此教育资源分布差异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多的是

一种中介效应，即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城市教育资源越多，子代的认知能力越强。此外，城市规模

的扩大并非仅仅通过教育资源的供给，还通过多重渠道（如社会网络效应、知识溢出等）促进了认

知能力的提升。因此，城市规模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能够通过多种路径影响个体的认知能

力。三是城市规模的非线性效应。城市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可能并非线性，大城市存在

的潜在负面效应可能会抵消规模效应。例如，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成本）与制度壁垒

（如户籍制度）可能会影响弱势群体的教育投资，从而减少子代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杨娟、

李凌霄，2019），不利于其认知能力的提升。①然而，总体而言，大城市带来的生活压力更多面向

父母，子代在青少年时期承担的生活压力相对较小，大城市依然有利于大多数青少年认知能力的

提升。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不同规模的城市存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效应，城市规模扩大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群体的认知

能力。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测度

本文使用城市层面与个体层面的统计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微观个体数据来源于 2010 年、2014 年和 2018 年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认知能力的测度上，使用 CFPS 问卷中的认知测试构建认知能力指

标。CFPS 的认知测试模块包括两套问卷，A 套问卷包括字词测试和数学测试两组题目，B 套问卷

包括记忆测试和数列测试两组题目。2010 年、2014 年和 2018 年使用的是 A 套问卷，而 2012 年、

2016 年、2020 年使用的是 B 套问卷。本文选用 2010 年、2014 年和 2018 年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B 套问卷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字词识记能力得分和数学能力得分进行标准化③，将标准化后的字

词识记能力得分和数学能力得分加总得到认知能力这一指标。考虑到个体的认知能力形成于个

体成长的早期，本文只保留 10~18 岁的个体，剔除了其他年龄段的样本。④

在城市规模的测度上，城市规模包括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地域规模，衡量人口规模的指标主要

有城市户籍人口数、城市常住人口数等，衡量地域规模的指标主要有城市行政面积等。不同的研

①　在异质性分析部分，本文探究了城市规模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具体讨论了家庭技能异质性、收入异质性、流动情况异质

性，实证结果为以上理论假说提供了支持。

②　在后文的替代性假说检验中，本文为以上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还存在一些其他潜在的混淆因素。一是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于向该地区流动，城市人口规模可能越大。二是政策和制度因素。一些政策

（如教育公平政策、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医疗卫生支持）可能有助于吸引人口流动，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同时也可以通过优化资

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对个体认知能力产生显著影响。限于篇幅，相关内容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二。

③　对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采取 z-score 标准化法，标准化后的两项均值均为 0，标准差均为 1，且均接近标准正态分布。

④　选择 10 岁作为样本年龄下限的原因是，CFPS 问卷只对 10 岁及以上的样本进行认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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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对指标选取有不同的侧重。就城市经济问题而言，城市常住人口数更能反映城市经济活动

的状况（孙三百、洪俊杰，2022）。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使用城区总人口数（包括城区常住人口数

和城区暂住人口数）衡量城市规模，也使用户籍人口数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二）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城市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CognitiveAbilityict = β0 + β1Citysizect + β2 Xict + δt + εict （1）
其中，CognitiveAbilityict 代表个体 i 的认知能力，使用 CFPS 问卷中字词测试得分和数学测试得

分的加总来衡量；Citysizect 代表个体 i 所处的城市 c 的规模；Xict 代表影响个体认知能力形成的一系

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年龄、性别、努力程度②、健康程度③、母亲认知能力、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和家

庭规模；εict 代表随机扰动项。Citysizect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如果 β1 显著为正，表明城市规模对

个体认知能力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由于城市规模能够综合反映城市的一系列发展特征，如城

市人口密度、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此时控制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可能会吸收掉城市规模

的变异情况，从而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因此，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并未控制城市层面的固定效

应。相应地，本文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④来保证该做法的实证有效性。具体包括：参考代昀昊等

（2024）的做法，控制了前定变量  × 年份固定效应，以排除其他城市相关变量对结果的干扰；补充控

制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与城市相关的特征。

（三）描述性分析

本文对个体所处城市规模按照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进行了分组

描述性统计。⑤由表 2 可知，个体认知能力的均值在小城市和中等城市之间出现小幅下降，之后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个体认知能力有明显的提升，这说明生活在规模更大城市的个体具有更高

的认知水平。除此之外，身高、母亲认知能力、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均值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而增大，这反映了生活在规模更大城市的个体可能会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更高的健康人力资本。同时，母亲具有更高的认知水平，家庭收入会更多，在教育上的开销也

更大。

表 2 主要变量的分组描述性统计

个体认知能力

城市规模

年龄

身高

-0.05
0.33

13.98
-0.19

1
0.11
2.58
1.03

-0.08
0.73

13.78
-0.02

1.02
0.13
2.55
1.01

0. 07
2.19

13.91
0.14

0.98
0.99
2.60
0.93

0.28
6.49

14.15
0.23

0.85
1.14
2.48
0.90

0.38
20.06
14.14
0.38

0.91
5.09
2.52
0.88

变量
小城市

均值 标准差

中等城市

均值 标准差

大城市

均值 标准差

特大城市

均值 标准差

超大城市

均值 标准差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四。

②　参考刘成奎等（2019）测度努力程度指标的方法，选取 CFPS 问卷中个人自答部分的四个问题加权平均合成努力程度的指

标，四个问题分别是“完成学校功课后才玩”“我学习很努力”“会检查学校功课”“会集中精力学习”。

③　参考刘成奎等（2019）的做法，对处于同一年龄段的个体的身高进行标准化，作为个体健康程度的代理变量。

④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四。

⑤　限于篇幅，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变量解释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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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母亲认知能力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努力程度

家庭规模

0.51
-0.25
0.87
3.61
4.94

0.50
1.00
1.48
0.59
1.49

0.51
-0.07
1.12
3.57
4.88

0.50
1.00
1.00
0.60
1.68

0.53
0.25
1.36
3.49
4.46

0.50
0.91
1.97
0.60
1.48

0.49
0.45
1.93
3.50
4.23

0.50
0.84
2.43
0.61
1.27

0.54
0.51
2.75
3.50
4.24

0.50
0.98
4.09
0.64
1.26

续表 2

变量
小城市

均值 标准差

中等城市

均值 标准差

大城市

均值 标准差

特大城市

均值 标准差

超大城市

均值 标准差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展示了混合截面数据的 OLS 回归结果。第（1）列未纳入任何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城市规模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个体生活的城市规模越大，其认知能力越强。城市人口每增

加 100 万人，该城市内个体认知能力标准分平均上升 0.027。第（2）列进一步控制了个体层面的控

制变量，第（3）~（5）列为逐步加入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后的结果。母亲认知能力的系数也在 1% 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母亲认知能力与子代认知能力之间存在代际传递。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系数

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子代认知能力更多地受到家庭认知环境（如母亲认知能力）的影响，高家

庭人均收入并不意味着更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家庭规模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家

庭规模的扩大会分散个体所能获得的资源，从而降低个体认知能力。可以看出，在逐步加入控制

变量后，城市规模的系数有所下降，最后趋于稳定，符合因果推断中系数稳定性理论对控制变量的

要求。同时，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仍然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城市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

影响在逐步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城市规模

年龄

身高

性别

努力程度

母亲认知能力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027***

（0.003）
0.016***

（0.002）
0.267***

（0.005）
0.181***

（0.016）
-0.154***

（0.025）
0.020

（0.021）

0.008***

（0.001）
0.271***

（0.005）
0.121***

（0.015）
-0.112***

（0.023）
0.045**

（0.019）
0.231***

（0.015）

0.006***

（0.001）
0.272***

（0.006）
0.119***

（0.016）
-0.112***

（0.023）
0.049**

（0.020）
0.226***

（0.016）
0.023

（0.015）

0.006***

（0.001）
0.270***

（0.005）
0.116***

（0.015）
-0.122***

（0.023）
0.051**

（0.020）
0.215***

（0.017）
0.015

（0.015）

变量 （1） （2） （3） （4） （5）

151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Vol. 46， No. 8， 2025

家庭规模

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后的 R2

是

7008
0.015

是

5109
0.482

是

4939
0.524

是

4688
0.531

-0.039***

（0.012）
是

4688
0.534

续表 3

变量 （1） （2） （3） （4） （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如无特别说明，固定效应指年

份固定效应。下同。

（二）异质性讨论

前文论证了城市规模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本文进一步从弱势群体视角讨论城市规模的异质性

影响。首先，低技能家庭与高技能家庭在教育机会获取上存在差异。参考邓红亮（2023）的研究，

使用亲代受教育水平作为技能的代理变量，具体的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结果发现，高技能家庭和

低技能家庭子女均可从城市规模中获益，低技能家庭子女在大城市中受益更多，这可能与自身教

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密切相关。低技能家庭子女通常起点较低，缺乏足够的认知能力培养资

源。大城市的教育体系通过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能够帮助低技能家庭子女弥补起点上的差

距，使他们在认知能力上获得提升。相比之下，尽管高技能家庭子女同样受益于城市规模，但由于

其本身具备较高的起点，认知能力的提升空间相对较小。

表 4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城市规模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1）
技能水平

低技能
家庭

0.006***

（0.002）
是

是

3637

（2）

高技能
家庭

0.004**

（0.002）
是

是

1051

（3）
家庭收入

低收入
家庭

0.007***

（0.002）
是

是

3710

（4）

高收入
家庭

0.006***

（0.002）
是

是

1229

（5）
人口流动情况

随迁儿童

-0.007
（0.007）

是

是

138

（6）

本地
留守儿童

0.005*

（0.002）
是

是

1250

（7）

本地
同住儿童

0.010***

（0.002）
是

是

3055

（8）

外出
读书儿童

0.001
（0.005）

是

是

218
注：第（1）列和第（2）列中低技能家庭与高技能家庭分别指亲代受教育年限在 9 年及以下与亲代受教育年限在 9 年以上；第

（3）列和第（4）列中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分别指家庭收入位于后 75% 的样本与家庭收入位于前 25% 的样本。

其次，根据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将本文的样本分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两类，考察城市规

模影响的收入异质性。表 4 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个体认知能力的提升

均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低收入家庭个体认知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

能在于，大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和社会网络扩展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成长机会，从

而更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认知能力。相比之下，高收入家庭子女通常已经具备较高的起点，因此

城市规模对其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

最后，讨论人口流动情况异质性。参考崔颖和徐卓君（2024）对流动人口的分类，主要讨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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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分别是父母流动①子代流动（随迁儿童）、父母流动子代不流动②（本地留守儿童）、父母不

流动子代不流动（本地同住儿童）、父母不流动子代流动（外出读书儿童）。表  4 结果表明，对于本地

留守儿童和本地同住儿童，城市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提高其认知能力；而对于随迁儿童和外出读书

儿童，其认知能力提升的效果不显著。这可能与城市教育资源在本地儿童和外来儿童之间的不平等

分配有关。对于本地留守儿童和本地同住儿童，城市规模的扩大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大城市优质的

教育资源，因此在认知能力上表现出显著的提升作用。对于随迁儿童和外出读书儿童，尽管他们生

活在大城市中，但由于制度性壁垒（如在户籍制度、住房等方面的限制）通常居住在核心城区的外围，

难以获取大城市的核心教育资源，进而未能充分受益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人力资本外部性。③

（三）内生性处理

1.内生性讨论

内生性的存在会影响本文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主要从样本自选择、测量误差与遗漏变量

三个角度进行探讨。

第一，样本自选择问题。根据空间类分理论，认知能力强的个体更倾向于迁移至大城市，这可

能导致样本的自选择问题。然而，由于本文研究对象年龄为 10~18 岁，个体迁移能力较弱，因此自

选择问题的影响可忽略。但父母选择效应仍会带来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

控制了母亲认知能力、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等与迁移相关的因素，以降低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影响。

同时，排除亲代与子代同时流动的样本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如表  4 第（7）列所示。

第二，测量误差问题。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为城市规模与个体认知能力。城市规模使用城区

总人口数作为代理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测量误差较小，同时

使用户籍人口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认知能力的测量上，本文采用 CFPS 数据中的认知能力量表，这

是国内社科研究中广泛使用且认可度较高的数据。同时，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使用了 B
套数据进行认知能力估计。④

第三，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基于前文基准回归模型进行遗漏变量检验。参考 Frank（2000）、

Frank 等（2013）的研究，通过对比估计 Rubin 因果推断成立的最低无偏阈值参数，以检验是否存在

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估计值超过阈值参数的部分表示使得推断结果无效所需的偏误比例，超过

部分越多，表明出现推断结果无效所需的偏误比例越高，推断结果越稳健。从图 3 检验结果可以看

出，城市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系数为 0.0061，明显高于基础阈值 0.0028，这表明在 10% 的显

著性水平下，需要出现 52.85%⑤的遗漏变量偏误才能使推断结果无效，即需要将 52.85 %的样本替

换为零效应才能推翻本文的推断结果。

为更好地量化遗漏变量对因果推断的影响程度，从而直观地反映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根据

Frank（2000）的定义，取混淆变量与城市规模（核心解释变量）和混淆变量与个体认知能力相关系数

的乘积作为混淆变量影响因果推断的程度，记为 ITCV，同时选取对估计结果影响较大的两个变

量——母亲认知能力和家庭人均收入对数，计算二者分别与城市规模和认知能力的偏相关系数的

①　由于 CFPS 问卷中父母户口所在地的区县缺失样本较多，参考崔颖和徐卓君（2024）的做法，本文以父母的户口所在地与

居住地城乡属性是否一致来判断父母是否外出务工。

②　定义调查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不在同一区县的样本为流动人口样本（刘传江等，2023）。

③　本文讨论了不同流动类型对子代享受教育资源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本地同住儿童，随迁儿童上重点班以及接受课外

辅导时长都显著降低。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四。

④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四。

⑤　该结果由 Stata 运算并报告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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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积作为其影响因果推断的程度，分别记为 m_cognitive 和 income。图  4 结果显示，遗漏混淆变量的

影响小于母亲认知能力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影响，可以认为遗漏变量造成的影响不足以推翻本

文的推断结果，即遗漏变量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小。

图 3　遗漏变量检验 1　　　　　　　　　　　　　　　　图 4　遗漏变量检验 2

2.工具变量法

尽管前文发现遗漏变量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小，但为了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

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参照孙三百和洪俊杰（2022）的做法，使用 1982 年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数

作为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同时，参考王峤等（2021）、申明浩等（2022）的思路，利用 Skinner（1977）
手动收集整理的清朝城墙数据库估算清朝城墙内部区域的面积，作为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基于

以上两个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在相关性方面，Ioannides 和 Zhang（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古代清朝的城市面积与当时的

城市人口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来源更为充足，有助

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此外，现有城市规模是在历史城市规模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在外生性方面，历史城市规模相较于现在是一个时间滞后变量，不会直

接影响当前人力资本水平。同时，1982 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阶段，人口流动性相对于现在较

低，城市规模主要反映的是历史因素、区域资源分布和国家政策布局，与现代个体认知能力的直接

决定因素（如家庭教育背景、个体努力程度等）没有因果关联。对于清朝的城市面积这一工具变

量，清朝的城墙规划和建设主要基于当时城市的政治、军事和行政功能，与现代个体认知能力的形

成因素无直接关联，满足外生性要求。

表 5 汇报了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第（1）~（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显著。①由于上述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均为非时变数据，为了增强与本文的匹配性，参考申明浩等

（2022）的做法，本文进一步引入宏观时间变量（汇率）冲击，原因是汇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

度密切相关，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的提高能够进一步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最后将上述两

个变量分别与汇率组成的交互项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汇率主要讨论了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估计结果如第（3）~（4）列所示，依然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①　在弱工具变量的检验中，第一阶段的 F 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工具变量也通过了不可识别

和过度识别检验，从而保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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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工具变量估计

变量

1982 年城市规模

清朝城市面积

城市规模

控制变量

K-P F 统计量

观测值

（1）
静态工具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

城市规模

3.439***

（0.272）
0.019**

（0.009）

是

84.16
3104

（2）

第二阶段回归

个体认知能力

0.010***

（0.003）
是

3104

（3）
动态工具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

城市规模

0.525***

（0.040）
0.003**

（0.001）

是

90.6
3104

（4）

第二阶段回归

个体认知能力

0.011***

（0.003）
是

3104

3.替代性假说检验

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以上的实证存在如下替代性假说有待检验。

首先，家庭行为的影响。具有较高认知能力（或重视教育）的家庭更倾向于迁入大城市，从而

导致城市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部分是由家庭选择性迁移造成的。为了避免亲代的选择行

为可能影响估计结果，本文进行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在基准回归的控制变量中控制母亲认

知能力，以解决不同样本间家庭认知能力的差异问题①；根据亲代与子代的流动情况，识别出四类

流动人口，分别是随迁儿童、本地留守儿童、本地同住儿童和外出读书儿童。为了排除迁移的影

响，仅保留父母不流动子代不流动（本地同住儿童）的样本进行稳健性分析。表 4 第（7）列的结果也

证明了城市规模对本地同住儿童认知能力的正向影响。

其次，教育等其他资源分布的影响。大城市可能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如教育资源、文化资源

等），这些资源本身而非城市规模可能是影响个体认知能力的关键因素。据此，进行如下排他性检

验：在后文中进行中介效应的讨论，证明城市规模通过影响教育资源来影响个体认知能力；使用分

组回归方法，将样本按资源丰富程度划分，观察城市规模对不同资源组别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

具体地，分别检验不同教育资源组（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位于前 50% 与后 50% 的样本）的回归结

果。②不同组别的回归系数均显著，甚至低教育资源组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更大，可以排除资源分

布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最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效应。城市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可能并非线性，大城市存在

的潜在负面效应可能会抵消规模效应。本文主要采用两种方法进行论证。一是实证检验城市规

模对青少年认知能力的负面效应。③在控制城市规模、年龄、身高、性别、母亲认知能力以及家庭规

模后，我们发现相较于本地留守儿童、本地同住儿童、外出读书儿童，随迁儿童倾向于获得更少的

①　只控制母亲认知能力的原因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母亲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大于其他家庭成员（Del Boca 等，

2014），甚至有部分研究只讨论母亲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影响。当然，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额外控制了父亲认知能力。限于篇

幅，检验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四。

②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四。

③　限于篇幅，实证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四。

155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Vol. 46， No. 8， 2025

教育资源，如随迁儿童进入重点班的比例更低，同时他们获得家人作业辅导的时间也更短。①二是

分别引入城市规模的二次项与分类变量（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超大城市）进行非线性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二次项系数并不显著，排除了城市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正（倒）U 型影响。引入分

类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的城市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城市规模越大，对个

体认知能力的影响相应越大。②

（四）影响机制分析

1. 城市教育资源

相较于小城市，大城市有更大的人口基数，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供更好的教

育资源。教育资源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保障。此处讨论两类教育资源。

第一类是图书馆、博物馆等大型文化设施。将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数，剧场、影剧院数，每百人

公共图书馆藏书数作为城市文化设施资源的代理变量（邹小芃等，2018）。在不同年份，上述数据

均具有一定程度的缺失，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分年份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第

（1）~（3）列依次显示了城市规模对公共图书馆数（2010 年），剧场、影剧院数（2014 年）以及每百人公

共图书馆藏书数（2010 年、2014 年）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

数量越多，个体无论是主动利用这些设施还是被动暴露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机会就越多，将这些

文化设施内化为自身认知能力的可能性也越大。第二类是学校等公共教育资源。大城市的学校

数量更多，每个学校所承担的招生压力相对较小，因此能够有效地控制班级规模。在学生较少的

班级中，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指导，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因

此，本文将个体所在的班级人数和年级人数作为城市教育资源的代理变量进行机制检验。第（4）~
（5）列估计了城市规模对城市内部教育资源的影响。城市规模越大，个体所在班级人数与年级人数

越少，相对精细化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对青少年个体认知能力产生积极作用。

表 6 作用机制：城市教育资源

变量

城市规模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1）
公共图书馆数
（2010 年）

0.011***

（0.004）
否

是

2770

（2）
剧场、影剧院数

（2014 年）

4.966***

（0.937）
否

是

2657

（3）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

藏书数（2010 年、2014 年）

0.302***

（0.079）
否

是

5449

（4）
班级人数

-0.879***

（0.226）
是

是

1974

（5）
年级人数

-26.249***

（9.613）
是

是

1896
注：由于第（1）列和第（2）列是截面数据，因此只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第（3）~（5）列控制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第（4）~（5）列额

外控制了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母亲认知能力、努力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2.人力资本投资③

根据集聚经济理论，大量的企业和劳动力在城市聚集，通过共享中间投入、劳动力池以及知识

①　本文还补充检验了不同收入的家庭获取教育资源的差异。结果表明，低收入家庭人均教育支出更低，子代班级人数更

多。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四。

②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四。

③　本文还讨论了大城市的多样化程度作为影响机制。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展示，详见线上附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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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提高了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带来了高额的收益。大城市由于经济发达、资源集中，往往能投入

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青少年认知能力的提升。这里讨论两类人力资本投资。首先是

城市层面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往往伴随政府对教育领域的更大投入，这种

公共投资通过总的教育支出作用于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发展。本文使用城市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

作为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衡量指标。表  7 第（1）列显示，城市规模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这说明城市规模越大，公共人力资本投资越多。

表 7 作用机制：人力资本投资

变量

城市规模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1）
人均公共教育支出

6.082***

（2.097）
是

是

6983

（2）
家庭人均教育支出

0.219***

（0.047）
是

是

4409
注：第（1）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及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第（2）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身高、性别、母亲认知能力、努力程度、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其次，通过集聚经济与空间类分，大城市将吸引更多高技能、高收入的个体。因此，在个人层

面，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家庭成员认知能力的提升。表 7 第（2）列显示，城市规模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大城市的家庭对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

综上所述，城市规模通过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体的认知能力产生正向

影响。

五、拓展性分析

（一）人力资本的代际效应

中国代际传递的问题尤为突出，许多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资源所限，难以突破父母

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低收入的代际传递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低认知能力的代际传递。因此，本文

深入探究城市规模在认知能力代际传递中所起的作用。引入父母认知能力与城市规模的交互项，

探究城市规模对认知能力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模型如式（2）、式（3）所示：

cog_abilityict = β1Citysizeic × pcog_abilityict + β2 pcog_abilityict + β3Citysizeic +
                             β4 Xict + δt + ϕc + εic

（2）
cog_abilityict = γ1Citysizeic × pcog_abilityict × migrict + γ2Citysizeic × pcog_abilityict +
                             γ3 pcog_abilityict + γ4 migrict + γ5 Xict + δt + ϕc + εic

（3）

式（2）中，pcog_abilityict 表示父母认知能力中的最大值，cog_abilityict 表示子代认知能力。如果

城市规模的扩大促进了认知能力的代际流动，则 β1 为负。为了进一步探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的

影响，式（3）引入三重差分项。参考崔颖和徐卓君（2024）对流动人口的分类，本文主要讨论四类样

本，分别是父母流动子代流动（随迁儿童）、父母流动子代不流动（本地留守儿童）、父母不流动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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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流动（本地同住儿童）、父母不流动子代流动（外出读书儿童）。本文将亲代或子代有一方发生过

迁移的样本定义为 migrict = 1。如果城市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弱势群体认知能力的代际流动，则 γ1
为负。

表 8 展示了认知能力代际传递的回归结果。第（1）列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认知能力代际传递

的影响为负，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第（2）列结果表明，对于迁移群体，城市规模能够有效降低认

知能力的代际传递。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城市提供了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环

境，使得流动人口子女能够打破家庭背景的限制，从而弱化认知能力的代际传递效应。第（1）列和

第（2）列对比结果表明，对于整体样本而言，城市规模对认知能力代际传递的促进作用并不普遍，

而是在特定群体（如流动人口）中更为显著。

表 8 认知能力的代际流动与长期影响

变量

城市规模  × 亲代认知能力

城市规模  × 亲代认知能力  × 
迁移类型

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  × 受教育年限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1）
子代认知能力

-0.0002
（0.003）

-0.365
（0.612）

是

是

4688

（2）

0.0003
（0.003）
-0.002***

（0.001）
-0.288

（0.624）

是

是

4688

（3）
成年时收入水平

0.161***

（0.020）

是

是

1140

（4）
教育回报率

0.597***

（0.164）
是

是

1140
注：第（1）~（2）列的控制变量包括身高、性别、努力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家庭规模；固定效应指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这

里可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原因是核心解释变量为交互项，变异来源于城市规模与亲代认知能力两个变量，此时控制城市层面

的固定效应不会吸收掉核心解释变量的所有变异，以致影响估计结果。第（3）~（4）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程度、家庭

规模、受教育年限、是否为农户、所处地区是否为城镇；固定效应指年份固定效应。

（二）对个体的长期影响

为了进一步揭示城市规模对个体长期发展的作用，本部分讨论城市规模对青少年成年后社会

经济表现的影响。通过追踪在大城市中成长的个体，分析其成年时收入水平和教育回报率，以此

来检验城市规模对个体未来的长期影响。本文使用 CFPS 数据，选取 2010—2018 年在大城市成长

的 10~18 岁个体，使用他们 2022 年时的收入、受教育年限进行实证检验。构建以下两个回归模型：

incic，adult = β0 + β1Citysizeic，child + β2 Xic2020，adult + δt + εic （4）
incic，adult = β0 + β1Citysizeic，child × eduic，adult + β2Citysizeic，child + β3 eduic，child + β4 Xic，adult + δt + εic（5）
式（4）用以估计个体成长时的城市规模对其成年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其中，Citysizeic，child 表示个

体成长时的城市规模，incic，adult 表示个体成年时收入水平。式（5）用以估计个体成长时的城市规模

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主要变量、控制变量与前文均相同。参考林永然和耿楚宇（2019）的做法，额

外引入交互项 Citysizeic，child × eduic，adult 来反映教育回报率。若城市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教育回报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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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则 β1显著为正。

表 8 第（3）列的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个体成年时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

城市规模越大，个体成年后的收入越高，与 Bosquet 和 Overman（2019）的结论一致。这表明城市规

模对个体长期的影响并非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认知能力提升，城市规模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及更强的社会网络效应，促进了个体成年时收入的增长。同时，第（4）列的

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城市规模对教育投资回报的积极作用，城市规模的扩大显著提高了教育回

报率。大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使得在这些城市成长并接受教育的个体能够获得更高

的收入回报。这一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能够放大教育投资的收益，对于接受同等年限教育的个体，

所处城市规模越大，获得的收益也越高。

六、结论与建议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重点强调对个体

的投资与培养，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不同城市人口

规模的公共教育资源与教育投资差异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长期来看，城市人口规模差异

带来的青少年发展机会不平等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因此，研究城市人口规模分化带

来的个体发展机会不平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随着出生率下降与人口红利逐渐消

失，研究如何释放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了青少年时期所在城市人口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长

期效应。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对个体认知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个体在大城市

成长时间越长，认知能力提升效果越显著。影响机制主要包括城市的教育资源、人力资本投资和

多样化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低技能家庭子女、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以及本地同住儿童和本地

留守儿童受益于大城市的资源优势，认知能力提升更为明显，而随迁儿童和外出读书儿童则受城

市人口规模的影响较小。此外，城市人口规模还通过弱化认知能力的代际传递，长期积极影响个

体成年时的收入水平和教育回报率。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教育机会公平。要加

大中小城市义务教育学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资金投入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应建立稳定

的资金投入机制，改善教育硬件设施，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使中小城市的学

生能够享受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其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益。

在人口流入量较大的城市，应规划更多学校，保障教育资源与人口增长同步，确保流动人口子女能

够顺利入学。最后，应发挥城市人口规模效应，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尤其是在促进中

低技能家庭子女认知能力提升方面，应通过制订专门的教育资助计划，帮助低技能家庭子女提高

认知能力，减轻家庭教育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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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While existing urban economics literature focuses on productivity gains， wage premiums， and 

skill agglomeration among adults， this study examines an important but understudied dimension of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How city size influences adolescents’ cognitive ability and how the urban environment 

shapes adolescents’ long-term cognitive outcomes. The study is motivated by two realities. First，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has produced stark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cross cities. Second， with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diminishing， it is imperative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city size can generate talent 

dividends. The paper applies a new human capital framework， emphasizing cognitive ability as a core 

component of long-term productivity and mobilit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0-2018） linked with city-level statistics， 

the study estimates a series of OLS and IV models. Cognitive ability is measured through standardized 

scores on word and math tasks， and city size is proxied by total urban popul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and 

interaction terms further test heterogeneity and causal pathways.

The research results find that adolescents raised in larger cities perform significantly better on cognitive 

tests. These benefits are especially pronounced among children from low-skilled or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among non-migrant （local） children. By contrast， the effect is weaker or non-significant for migrant or 

boarding children， likely due to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limit access to public education in large cities. 

Mechanism tests confirm that both municipal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household spending mediate these 

effects. Moreover， city size helps reduc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ow cognitive ability and 

leads to higher income and educational returns in adulthood.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 it highlights adolescence as a key stage for 

urban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Second， it operationalizes cognitive ability as a core outcome of urban 

scale effects. Third， it addresses equity issues by examining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s.

It proposes urgent and actiona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panding access to education in large 

cities， especially for migrant and rural-origin children， reforming the hukou system to reduce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and ensuring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educational investment.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lore effects on non-cognitive skills （e.g.， motivation， resilience），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r intra-

city spatial mismatches to further understand how urban environments shape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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